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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风险是现代生物技术潜在的“负效应”，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生

物风险必将不断产生并危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特别是当现代生物技术与商业利益、跨国资

本、地缘政治结合时，生物风险不仅是科技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因此，生物安全已成

为当前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之一。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根本途径是生物安全文化的培育和

创新。生物安全文化主要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文章就此三方面分

析了当前我国生物安全文化的现状和不足，阐明了当前重视和加强生物安全文化建设的必

要性和意义，并对今后如何培育和加强我国的生物安全文化建设提出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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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已突破了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传统生物技术所指的细胞水平和

组织水平上的定义，其特点和核心是分子水平上的基因工程，即在 DNA/RNA 水平上对生

物类型和生物机能的创造或改造[1]。如今现代生物技术已衍生成一个复杂的技术群落[1]，包

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遗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它所涉及的研究和应用领域也已拓展

至农业、食品、医药、环境和国防等多方面。然而，现代生物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

人类带来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生物风险。最典型的是

各类基因操作产生的一系列风险未知的“遗传修饰体”，这些基因操作可能以基因突变、

重组、融合、杂交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天然物种的基因库，从而给人类造成潜在的生

物危害 [2-5]。由此，“生物安全”已成为当下国际关注的热点之一[6-10]。生物安全防控的范畴

已由狭义的仅“对有害生物体和生物风险操作的防控”拓展到“对所有现代生物技术引发

的生物风险的预防和控制”[11,12]，范围涉及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生产，从技术开发到经济活

动，从人的健康到生态环境，从个人安全到国家安全等[13]。

如何从根本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和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剖析国际重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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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的起因，归根结底是生物安全文化的缺失和不

足 [14-16]。生物安全文化是人类利用生物技术从事生命科

学研究和生产应用中各项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

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环境和物态的总和[17-19]，是组

织成员共享的生物安全价值观、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

统一体。生物安全文化在来源上具有多层属性，其中，

核心层是人，中间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价值观，表层是

可见的人为现象，如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和生产者的言

行、对风险的识别和防控能力、生物安全组织管理体系

等[17-20]。“安全文化”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 1986 年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调查报告中，当时负责事故调查的

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认为，安全文化匮乏是造成该

事故的根本原因[7,21]。调查报告指出，所有生物安全的事

故成因表面看是人的行为，根本原因是人的风险意识疏

忽导致生物风险由“潜在”演变成“暴发”。这里“人

的行为”不仅指个体对风险源的敏感程度不一，而且指

团队成员个人信仰、价值观、知识体系等众多差异导致

的生物风险识别和防控能力的不一致。可见，生物安全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能够从根本上规范和统一人们的

生物风险意识和行为活动[17,18]，只有将生物安全文化建设

与现代生物技术同步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现

代生物技术回馈自然、造福人类[7]。

1	我国生物安全文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生物安全文化主要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

文化三方面。其中，精神文化是目的，制度文化是保障

系统，物质文化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和载体。本文从这三

方面分析当前我国生物安全文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生物安全制度文化薄弱

1.1.1 生物安全立法薄弱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系统性的生物安全专项法

律，虽然自 1992 年签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至

今，由国务院、农业部、卫生部、环保部等先后颁布了十

几部生物安全相关法规，但其中只有两部属于真正意义

上的国家法律法规，（2001 年国务院第 38 次常务会议通

过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4 年国务院

第 69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其他均属于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由于缺

少一套系统性的专项法律做协调，因此各部门在执法监管

中协同配合较差，容易造成重复管理或管理空白。另外，

基因工程时代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伦理、实验

动物伦理等均未设置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17]。再

者，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滞后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如现代转基因技术已由传统的转基因植物拓展到了转基

因微生物、野生动物等领域，而目前的转基因法律、法

规还只停留在植物领域，新的转基因物种的研发、转基

因物种的进出口管理等相关法规尚未出台，致使一些发

达国家利用我国的法律空缺，将一些不可留种再种的转

基因种子销到我国或引入外来物种破坏我国现有的自然

基因库，给我国农业、食品、生态造成潜在危害。

1.1.2 尚未建立生物风险评估标准和监管体系

生物风险评估是生物安全工作的前提和核心。评估

结果直接影响风险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生物风险评估

是一个动态、循环验证和持续改进的过程，涉及生物风

险的全要素和活动的全过程，因此评估工作需要以评估

标准作为导向和依据，并强调专业化和系统化。然而目

前我国尚未制定生物风险评估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未组建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指导生物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

和运行。因此，目前我国的各类生物风险评估均有很大

的随意性，评估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有效地作为制定和

实施生物安全防控措施的依据和保障，这也是当前我国

生物安全管理的一大漏洞。

1.1.3 有关科研立项和成果产出的生物安全审查有待加强

“十二五”期间，国家虽然对生物医药和生命科

学在立项扶持和经费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促进了一系

列科研成果的产生。然而对科研项目的生物安全管理较

为薄弱，主要体现在未将生物安全审查机制贯穿于立项

规划、项目申请、成果评定的全过程；未对诸如反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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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合成生物、转基因等实验技术设置操作权限和要

求，致使一些科研工作者和生产企业不顾职业操守和道

德伦理的约束，在研发过程中制造出一系列生物危害因

子，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危害。

1.2	 生物安全物质文化建设投入不足

生物安全物质文化主要指生物安全的硬件保障、人

员安全素质、安全技能的培养以及这些物态本身的生物

安全条件和安全可靠性[17]。2013 年“非典”至今，我国

虽然不断重视和加强对生物安全的建设和投入[22]，但在

生物安全保障方面投入仍然不足。

1.2.1 生物安全保障平台的建设投入不足，生物安全自主	

        研发能力薄弱

目前我国生物安全硬件保障中的关键设施、设备及

自控系统均为国外进口，国家对提高生物安全自身建设

能力的投入不足，导致生物安全保障平台缺乏技术研发

载体，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薄弱。

1.2.2 生物安全学科建设有待加强，生物安全人才短缺，	

         培训不足

美国在 2015 年的《生物安全改革备忘录中》已明确

将生物安全设定为一门学科，并制定了详细的建设方案

和目标[7]。相比之下，我国生物安全的专业化及普及度

较低，目前虽已在湖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等 5 所高校

开设了生物安全专业，但国家尚未将生物安全纳入学科

建设规划中。因此，生物安全知识体系不健全，专业人

才奇缺，专业术语缺少标准化，没有具备资质的培训机

构，培训对象范围狭窄，多集中于专业操作人员，而忽

略了管理者和其他支撑人员。

1.3	 我国生物安全精神文化缺失

1.3.1 科研人员普遍缺乏生物风险意识，职业操守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通常只将科研论文的数量和影

响因子作为评价科研能力的标尺，未将职业素养纳入评

价体系，致使一些科研人员不顾伦理、道德的约束，一

味追求创新突破，过度使用生化试剂和实验动物，滥用

现代基因技术并制造出一系列风险不可预知的遗传修饰

体，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危害。

1.3.2 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匮乏，科普工作亟待加强

现代生物技术衍生的生物风险往往带有很强的专

业性，如“转基因”、“生物多样性”、“合成生物”

等，公众对专业的未知导致了生物风险意识的匮乏，进

而影响了对现代生物技术的认知。再者，我国的生物安

全科普工作普遍滞后于公众反应，即只有当某个生物风

险被公众关注并成为敏感词汇时，相关科普工作才被动

开展，且形式单一、缺少互动，不能及时有效地提高公

众的风险意识和防控能力。

2	我国生物安全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目前我国生物安全文化建设起点薄弱，现有制度、

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亟待改革和完善、丰富和创新，因此

我国的生物安全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本文就此提出一

些意见和建议。

2.1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立法与监督管理制度

2.1.1 成立专门的生物安全主管和协调机构

建议国家成立专门的生物安全主管机构，下设生物

安全管理委员会及联盟，负责对全国的生物安全工作进

行统一规划、监管和协调。明确和优化食品、卫生、农

业等领域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规范和疏通管理流程，

优化生物安全的资源配置，强调协同配合，避免重复管

理和管理空白。同时，要重视和不断加强生物安全立法

工作，梳理和分析现行法律、法规与现代生物风险的匹

配度；查漏补缺，细化各类法律、法规和标准条例的要

求，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安全、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合

成生物、外来物种等在研发、生产、物流等方面的法律

建设，补充明确的惩罚条例，为建成独立、综合的生物

安全专项法律体系奠定基础。

2.1.2 创建国家级生物安全网站，构建全国统一的生物安	

        全管理和信息共享平台

生物安全网络平台的建设将是提高我国生物安全

管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生物安全网络可设置内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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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网。其中，内网用户是生物安全的主管部门，如卫计

委、环保部、农业部等，主要功能是主管部门内部的生

物安全办公业务信息网，内网用户间可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外网是对外的生物安全服务专网，主要功能除了用

于发布生物安全相关的政务信息，受理、反馈公众请求

等之外，还是重要的生物安全信息检索平台，公众可利

用此平台检索和下载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专业

文献、生物风险事故案例分析及培训课件等。

2.1.3 建立生物风险因子云数据库，制定物料核查机制

现代生物技术作为一个复杂的技术群，产生的生物

风险因子也必将复杂多样，因此，建立云数据库对生物

风险因子进行统计、归类和分析是生物风险管理的必然趋

势，是管理者实现对风险溯源、监管的重要途径。建议要

求所有从事潜在生物风险研究的机构必须建有一份详尽的

生物风险因子数据单，明确列出风险因子的种类、存在状

态，并通过 2.1.2 所述的国家生物安全网站上报相关主管

部门，并且将该用户注册信息与项目申报和结题审查相关

联，从而避免瞒报、漏报。这里所说的“生物风险因子”

包括项目实施中可能潜在的所有不安全因素，如：有毒有

害类生化试剂、病原微生物及感染性样本、遗传修饰体、

活的重组基因载体、实验动物等。另外，建议制定物料核

查机制，定期核查使用数量和频率，从而避免生化试剂、

实验动物和基因操作的过度使用。

2.1.4 制定生物风险评估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生物风	

        险评估体系

建议将生物风险评估标准和评估模型的研究和制定

纳入国家规划并给予专项支持。将生物风险评估机构、

评估人员给予资格认定；建立统一、规范的生物风险评

估体系，包括确定评估主体、评估方案、评估流程、监

督审核及持续改进等。建议将生物风险评估报告纳入年

检，保证生物安全风险评估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2.2	 加强生物安全平台建设

2.2.1 加大对生物安全保障平台自身能力建设的投入

建议将生物安全的平台建设纳入生物安全重大专

项，重点支持关键防护设备、个人防护用品、新型消毒

剂的研制以及生物安全学科建设、生物风险评估标准的

制定、生物安全培训、关键防护技术及人才培养等，从

而提高我国生物安全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2.2 促进加强生物安全学科发展，加强和普及生物安全	

        培训

建议国家将生物安全设定为一门独立学科，以专业

必修或选修课的形式在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普及推广，

学科方向涉及生命科学、医药卫生、农林牧渔、食品、

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同时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学科

建设的其他配套工作，如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教材

的编制和发行等。另外，建议重视和加强生物安全培

训，将培训工作资格化、专业化和普及化。组建和认定

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拓展培训对象的范围，由具体的从

业人员拓展至相关管理层和支撑人员乃至社会公众。培

训内容和形式多样化，设置专业培训和科普教育等，内

容包括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宣贯、专业知识和技

能、实际操作、应急演练、专业素养、社会伦理、国内

外研究发展动态、热点问题分析等。

2.3	 加强生物安全精神文化的建设和传播

2.3.1 加大生物安全科普投入

加强科普团队建设，提高科研人员的参与比例，

将生物安全的科普工作业绩纳入科研能力和职称评定体

系，表彰有突出贡献的生物安全科普工作者。利用现代

化的传媒方式将科普形式多样化、立体化，如创建微信

公众号、拍摄宣传片、开展专题讲座等，确保生物安全

科普工作与现代生物技术同步发展。建议成立全国生物

安全科普日，以全民参与的形式提高公众对生物安全科

普工作的重视和参与意识。

2.3.2 规范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

建议将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作为人才

引进、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的第一要素，定期通过组织

生物安全培训确保每一位相关从业人员具有正确的科研

价值观，能够在利用和创造现代生物技术的过程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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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较高的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真正做到有所为和有

所不为。能够自觉、自发地优化实验方案以减少实验动

物、生化试剂的使用及基因修饰体的产生数量。

3	结论与展望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新的

生物风险，这些潜在的生物风险是否会转变成生物危害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生物风险的意识和防控能力。

因此，加强生物安全建设，保证现代生物技术与人类健

康、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是新时期下我国生物安全的工

作重点。提高从业人员和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是做好生

物安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生物安全文化作为组织成员

共享的生物安全价值观、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统一

体，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和提高公众的生物风险意识和防

控能力，规范职业道德，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应

用现代生物技术。因此，培育和创新生物安全文化是当

前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之一。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物安全文化建设起步较

晚。美国白宫在 2015 年的《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改革备

忘录》中已将培育和传播生物安全文化作为今后生物安全

工作的改革目标和工作重点，并附以详细的改革计划[2]，

而我国尚未制定生物安全文化的建设纲领和行动指南。

因此，今后我国的生物安全文化建设必将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在制度、物质、精神等方面不断

培育和提高，持续丰富与创新。

（1）制度方面。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立法，完善政府

职能，加强立法的前瞻性、完整性和实效性，细化各类

法规、标准，补充生物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处罚条例；

建设国家生物安全网络和风险数据库；建立生物风险评

估标准和体系，从而形成一套综合、系统的网络化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

（2）物质方面。加大对生物安全保障平台自身能

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设定重点专项，特别是关键防护

设备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生物安全信息网络平台建

设、标准制定、风险评估等方面应给予重点支持。

（3）精神方面。重视加强生物安全学科建设和培训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通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等方式将生物

安全知识、技能普及于从业人员。创建有资质的生物安

全培训机构，统一生物安全术语、规范教材使用方案。

另外，建议将道德和职业素养纳入相关从业人员的研发

能力和职称评定中，提高科研人员的职业操守。再者，

建议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鼓励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方式

构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科普方式，提高公众的参与

度，将科普业绩纳入绩效考核，提高学科带头人在科普

工作中的参与比例。

综上，目前我国的生物安全文化亟待重视和加强，

中科院作为我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承担着国家现代生物

科学技术改革发展的重任，应当具备对生物风险的敏感

性，身先士卒，率先引领我国生物安全文化建设的启动

和创新，保证我国的现代生物技术具有持久的国际竞争

力，能够真正造福人类。这不仅是支撑当前、引领未来

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对“四个率先”的丰富和深化、凝

聚和升华。生物安全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立

足于现实的生物安全状况，制定周密计划、形成强有效

的运行机制并持续改进，才能形成与时俱进、不断丰富

的生物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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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Signific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 of 
Biosafe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Jia Xiaojuan     Liu Wenjun

（Biosafety Level-3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has brought us new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but just as the coin has two 

side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genetic manipulation bring much potential biological hazards too, such as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 

biological diversity, toxins,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infectious samples, and so on. With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modern biological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circulations, the biological hazards have been expanded from the traditional life science to many other related fields 

including human health,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rality, eth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the biosafety issues are not only a 

matter of science, but also that of soci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To strengthen the biosafety is very necessary and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the biosafety culture is the core of biosafety construction. Many countries have put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biosafety as 

one of the key national security plans. However, at present, our country’s biosafety culture is weak, and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cultivate and strengthen it. The biosafety culture includes the biosafety system culture, biosafety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biosafety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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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d the deficiency of present biosafety culture from above three aspect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our bio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management mechanism could not 

fundamentally meet the need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We do not have a set of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biosafety laws yet. Every 

related government department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de 

regulation and implement management separately, which cause the management overlap or gap. Therefore, on one hand, we should found a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uniformly manag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duties and powers of above these departments. Meanwhile, 

we should establish a set of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bio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necessarily to detail all the biosafety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create biosafety websit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Furthermore, we suggest that to create a biological hazard database to bring a convenient and consistent approach to manage the biological 

hazard. On the aspect of biosafety material cultur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set out more biosafety projects and invests enough. The less funding 

on the biosafety field leads to the low abilities of independently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biosafety facilities, quite amount of protective 

equipment is imported now. Thus, we suggest more government sponsored projects and more invest, and also provide subsidy for the staff 

who engaged in the high biohazard work. On the aspect of biosafety spiritual culture, the biosafety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limited, popular 

awareness and communication are not enough. Even in the Institute of Life Sciences, some managers’ own biosafety consciousness is weak and 

the biosafety training is insufficient. So firs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biosafety training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qualified biosafety training institutions, forming a training biosafety elite team, and preparing a set of systemic training materials. Secondly, 

we suggest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encouraging various ways of biosafety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creating 

a biosafety WeChat public, and designating a day as the national biosafety popular science day. Thirdly, we propose to take the ethics and 

morality as the key factors when evaluating the abilities of the life science researchers, and carry out some biosafety training for them regularly 

to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onclusion, at present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biosafety culture is very necessary and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iosafe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mak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detailed plans. So the cultiva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iosafety is a difficult and long-term task, and it requires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and make efforts together.

Keywords    modern biotechnology, biological hazards, biosafety cultur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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